本檔案未經整理

從利瑪竇開始傳入我國的西方科學


                                   顧保鵠


我國與歐洲在明季之前，雖早已有過文化上的接觸，但歐洲科學的輸入，要以明末清初來我國傳教的天主教教士利瑪竇、湯若望等人的時候算起。


一三六八年，明太祖朱元璋一擧滅元，建立了明朝之後，採取閉關自守的政策，不准外國人進入中國，直至一五五二年，聖方濟。沙勿略(1506—1552)抵達廣東的上川島時，還是不得其門而入，客死島上。


聖方濟先於一四五九年到日本傳教，但無大進展，常有日本人向他說：「倘你的教真是惟一真教，為何中國人不知道？」(費賴之「入華耶穌會士列傳」引「沙勿略事輯」第一冊，六六三頁)這話給予他極深刻的印象。此外，他從當時所得有關中國的消息，對中國印象極好。他在一五五二年寫給歐洲同會人的信上說：「據曾到過中國的葡萄牙人說：中國為一正義之邦，一切均講正義，故以正義卓越著稱，為信仰基督的任何地區所不及。就我在日本所目睹，中國人智慧極高，遠勝日本人；又都是些勤奮耐勞的人」(費賴之引「沙勿略事輯」第一冊，六九四頁)。


因此他想要使日本皈依的最好方法，莫若先傳佈福於中國，一旦中國人信奉真教，必能使日本人唾棄現在所有各教學說」(費賴之引沙勿略事輯第一冊，六九五頁)。


一五五二年他上書葡萄牙國王，請求葡王促使耶穌會翌年多派神父東來。沙勿略一再說明中日兩國需要飽經風霜，意志堅強的神父。又因中、日兩國人民，博學好問，慎思明辨，需要學術修養深高、談吐流利，而長於撰述的神父，非徒善辯而已。(方豪中國天主教史人物傳第一冊六二頁引沙勿略事輯)可見對中國人傳教須有學術修養高深的神父一點，沙勿略早已有了先見之明，也給後來者指出了一條正確的道路。

沙勿略死後，中國雖仍閉關自守，嚴禁外國人擅入內地，但傳教士還是繼續不斷地嘗試進入，不過都沒有結果。一五七八年，耶穌會范禮安神父出任中國日本印度教務巡閱使，抵達澳門。他雖見傳教士一時不能進入中國，卻並不失望，且了解向中國人傳教首須熟悉中國語言。於是在往日本之前，寫下指示，備未來傳教士的參考(費賴之「入華耶穌會士列傳」第一冊，十四頁)。


一五七九年，羅明堅被派至澳門，遵范禮安意，即跟一中國畫師學習中文。翌年，羅氏初次隨葡商到廣州，與中國官吏接觸，請許留居陸上，因其時葡商日落後必須回到船上，不許逗留陸地。官吏喜見一歐洲人善操華語，又認其所請尚屬合理，姑許其居於每年接待暹羅貢使的驛館中(費賴之引金尼閣「中國傳教史」二三七頁)。


明神宗萬曆十年(一五八二)八月，利瑪竇神父奉召抵澳門，立即開始研讀我國語言。翌年九月十日，利氏隨羅明堅到肇慶建堂定居 (羅光總主教著利瑪竇傳四一頁)。從此就奠定了開教的基礎。因此這年在我國近代的天主教史上是個值得紀念的年份。


利瑪竇與中國接觸之後，就感到在中國傳教必須先獲得中國人的尊敬，而最好的方法莫過於以學術吸引人心，人心既附，信仰必定隨之(費賴之引文都利編利瑪竇一五八三年澳門所發信札)。於是利神父更加緊研習中國的語言與文化。一五八五年，利神父給拿波里的一位朋友寫信說：「我已經能流利地講中國語，又已開始在教堂裏向教友們講道。」(羅總主教引德禮賢編著利瑪竇史料第一冊卷三第九章)一五九三年十二月，利氏向耶穌會總會長報告說：今年一年，我們都用功讀書，我給我的同伴們(指石方西和郭居靜兩位神父)講完了一門功課。這門功課稱為「四書」，是四位很好的哲學家寫的，書裏有許多合理的倫理思想，中國的學者，人人都熟讀這部「四書」(羅總主教引利瑪竇史料第一冊，一一七頁)。一五九四年，利氏又在給義大利西愛納一位朋友中說：「今年摒擋一切，請了一位中文老師，學作中國文章，結果頗稱順利。每天聽老師講兩課，又練習作一短文。漸漸膽大氣壯，便開始自己寫一本書，用普通的理，講解信仰的道理，預備將來付印以後，分送中國各省。」(羅總主教引利瑪竇史料第二冊第一頁)。利氏信上所說的這本書即是「天主實義」。


萬曆二十八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一六○一年一月二十七日)，利氏在進貢表上說：「大西洋陪臣利瑪竇，謹奏為貢獻土物事：臣木國極遠，……航海而來，時歷三年，路經八萬餘里，始達廣東。蓋緣音譯未通，有同喑啞；因僦居傳習語言文字，淹留肇慶、韶州二府十五年，頗知中國古先聖人之學，於凡經籍，亦略誦記，粗得其旨。」(錄自徐家匯藏書樓古抄本)


由上可見，利氏自一五八二年到澳門，至一六○一年進貢時，近二十年來一直繼續不斷學習中文，研讀經書。


現在我們再看看當時的中國學者士大夫對他中文造詣的評論：


李日華「紫桃軒雜綴」說利氏：「居廣二十餘年，盡通中國語言文字。……見人膜拜如禮，人亦愛之，信其為善人也。」


應撝謙是一反天主教人，談及利氏說：「其國人往往有至者，數年之後，能盡通經史之說。」


張爾歧「蒿庵閒話」也說：「瑪竇初至廣，下舶，髠首袒肩，人以為西僧，引至佛寺，搖首不肯拜，譯言我儒也。遂僦館延師讀儒書，未一二年，四書五經皆通大義。」


鄒元標，東林點將錄號為「天傷星武行者」，著「願學集」，有答西國利瑪竇書，曰：「得接郭仰老(指郭居靜，字仰鳳)，己出望外，又得門下手教﹐真不過啻之海島而見異人也。門下二三兄弟，欲以天主學行中國，此其意良厚；僕嘗窺其奧，與吾國聖人語不異。」


謝肇淛「五雜爼」說他所著「天主實義」比佛老之說親切：「天主國在佛國之西，其人通文理，儒雅與中國無別。有利瑪竇者，自其國來，四年方至廣東界。……其書有「天主實義」，往往與儒教互相發明，而於佛老一切虛無若空之說，皆深詆之。余甚喜其說為近於儒，而勸世較為親切，不似釋氏動以恍惚支離之語，禺駭庸俗也。與人言恂恂有禮，詞辯扣之不竭，異域中亦可謂有人也已。」
利瑪竇溝通天主教與儒家的成功，於此可見一斑。


當時相傳利氏有過目不忘，能倒背的絕技。朱鼎澣序利氏「西國記法」曰：「今天下無不知有西泰利先生矣。外父徐方枚有所藏先生墓中誌云：先生於六經，一過目能縱橫顛倒背誦。」


郁永河「海上記略」云：「有利瑪豆者，能過目成誦，終身不忘。明季來中國，徧交海內文士，於中國書無不讀。多市典籍，教其國人，悉通文義。」(以上數條均方豪著中國天主教史人物傳第一冊利瑪竇傳所引。)


「今天下無不知有西泰利先生矣」，「徧交海內文士」；利瑪竇真成了一位名士。故方豪篇首敢說：「利瑪竇，恐怕是從古以來，所有到過中國的外國人中，最出名的一個。」

要有學者的尊重，固然需要學得他們所有的學問，但倘又能把他們所不知道的學問介紹給他們，那當然更好了。因此利瑪竇與以後的傳教士就把當時中國人還不知道的西洋科學先後介紹到中國來。

明末清初西洋教士介紹到中國的西學有天文、曆法、數學、物理、輿地、音樂、繪畫、建築、哲學、語言學等等，茲逐一略述於後：
一、輿地學


西洋教士首先輸入我國的西學為輿地學。利瑪竇初入中國居肇慶之始，在他的居所就掛著「萬國輿圖」。這幅輿圖和我國以往的「華夷圖」、「天下輿圖」完全不同。我國既不畫在世界的中央，而且在我國以外，另有許多大國。於是看見的人便請利瑪竇加以解釋。利氏按著地圖講說自己何處出生，由何處動身，經過什麼國家，然後到達我國。大家聽了都瞠目相向，從未想到世界如此廣大，有這麼多的國家？實在聞所未聞。然而洋人既稱親自走過，當然可信。便請利瑪竇把那幅輿圖註以中國字，在肇慶刊印。王泮知府看到這張輿圖，也吩咐利氏把這圖刻印(利瑪竇傳四九頁)。

於是利瑪竇就開始繪製一幅較原圖更大的「山海輿地全圖。「圖上加上中文解釋，又為博取中國人的歡心，特將中國繪在圖的中央」﹙金尼閣「中國傳教史」六○九頁﹚。利瑪竇最初刻印的地圖，大約在一五八四年十月間，當時王泮知俯已升嶺南道道尹。王道尹收到利氏的山海輿地全圖，嘆為古今奇觀，立即分送遠近朋友(羅總主教引利瑪竇史料第一冊二○八頁)。


中國於是始開地圓及五大洲之說。

山海輿地全圖不脛而走，一傳十，十傳百。萬曆二十八年，利氏入京，在所貢方物中也有萬國輿圖一幅。後來明史記述利氏事跡，特擧出製圖一事。

「意大利亞居大西洋中，自古不通中國。萬曆時，其國人利瑪竇至京師，為萬國全圖，言天下有五大洲。第一曰亞細亞洲，中凡百餘國，而中國居其一。第二曰歐羅巴洲，中凡七十餘國，而意大利亞居其一。第三曰利未亞洲，亦百餘國。第四曰亞墨利亞洲，地更大，以境土相連，分為南北二洲。最後得墨瓦臘泥加洲，為第五，而域中大地盡矣。其說荒渺莫考，然其國人充斥中土，則其地固有之，不可誣也」(明史卷二百二十六，意大利亞傳)。


按利未亞為非洲北部Libya(今譯利比亞)的譯音，墨瓦臘泥加(Magellanica)指今大洋洲，因葡萄牙航海家墨瓦臘(Magellan)，今譯為麥哲倫而得名，墨瓦臘尼加，意為麥哲倫地或麥哲倫洲。


此後龐廸我奉萬曆帝命為利氏輿圖撰圖說，未成而卒。後由艾儒略於天啟三年(一六二三)增補續成，名職方外記，共六卷，前五卷記五大洲，第六卷為四海總說，島嶼、水族、物產及船隻航行等。此外清初西士所撰有關地理方面的有利類思，安文思與南懷仁合著的「四方紀要」，以及南懷仁的「坤輿全圖」，分東西半球刊印，並「坤輿圖誌」。其後乾隆年間蔣友仁來華，更把當時新知道的地方增補入「坤輿全圖」，這些都是明清之際傳入中國的西洋輿地學。


康熙年間，有一件事在我國地理史及世界地理史上值得大書而特書的，就是全國輿地圖的測繪。這事全出於西洋教士之手，現參考蕭一山著清代通史第一冊六八二、六八三頁，將各省測繪的年代、人名列青如下：


測繪年代

測繪地域





測繪者


康熙四七年

蒙古






費隱、白晉、雷孝思、杜德美


康熙四八年

滿州、直隸





費隱、雷孝思、杜德美


康熙四九年

黑龍江






費隱、雷孝思、杜德美


康熙五○年

山東






雷孝思、麥大成


康熙五○年

山西、陝西、甘肅



杜德美、費隱、山遙瞻、湯尚賢


康熙五一年

河南、江南、浙江、福建、臺灣
雷孝思、馮秉正、德瑪諾


康熙五二年

江西、兩廣





麥大成、湯尚賢


康熙五二年

四川






費隱、山遙瞻


康熙五四年

雲貴、兩湖





費隱、雷孝思


山遙瞻因辛勞過度，為瘴氣所襲，竟殉職於雲南邊竟。雷孝思完成兩湖地圖測繪後，於五十六年返抵北京。聖祖又派在京從西士習數學的喇嘛二人往西寧、拉薩地測繪。朝鮮圖則得自朝鮮宮中。各圖都經雷、杜、費諸氏重加審定，最後復由杜德美集其大成。五十七年全國告成。全國有一總圖，各省並有分圖，共三十二幀，帝命名為「皇輿全覽圖」，並諭內閣學十蔣廷錫曰：「此朕費三十餘年之心力，始得告成，山脈水道，俱與禹貢合。爾將此圖與九卿細看，倘有不合之處，有知者即指出。」後九卿奏稱：「從來輿地圖記，往往前後相沿，雖有成書，終難考信。……此圖誠開闢方圓之至寶，混一區夏之鉅觀。」足見帝對此圖之成，其得意可想而知。


康熙六十年木刻印刷，仍為三十二圖，此後，我國的地圖無一不以皇輿全覽圖為根據。


此圖後由馬國賢携往歐洲，製成銅版四十二幅。法國王家地理學家唐維爾曾根據此圖作成「中國新地圖」，在巴黎出版，又收入杜赫德的「中華帝國全誌」中，一七三五年出版。法國學者雷繆沙驚嘆說：「這樣大規模的測量工作，歐洲當時還沒有做過，竟然由幾名傳教士在八年之間完成了，怎能不令人驚奇他們的這種熱忱與毅力」(費賴之五三一頁)。


不但如此，而且雷孝思與杜德美在測量之際，發現經度長度因緯度上下而有所不同，由此證實地球為橢圓的事實，亦為世界地理學上的一大貢獻。(方豪著中國天主教史人物傳第二冊三○一頁 ) 


又在測繪中國地圖中殉職的山遙瞻神父，西名Bonjour，他的華名，在以前的著作中，自黃伯祿於光緒九年出版「正教奉褒」起，都作潘如，大約是音譯，方豪根據他的墓碑改正(中國天主教史人物傳第二冊二九九頁)。

二、天文與曆法


西士繼輿地輸入我國的重要西洋科學為天文與曆法。首先介紹西洋天文曆法的也是利瑪竇。萬曆二十八年，利氏在進貢表末就曾說過：「臣先於本國，忝預科名，已叨祿位，天地圖及度數，深測其秘，製器觀象，考驗日晷，並與中國古法脗合，倘蒙皇上不棄疎微，令臣得盡其愚，披露於至尊之前，斯又區區之大願。然不敢必也。臣不勝感激待命之至 」(錄自徐家匯藏書樓古抄本)。


天文為授曆的要務，中國古時已極重視，截止明季已有三千餘年的歷史。明代所用大統曆，原係元郭守敬的「授時曆」之舊，沿襲舊規，不知修正，故屢生時差。西士東來之後，就注意及此，利瑪竇曾著「乾坤體義」(一六○五)，上卷專言天象，述日月蝕由於日月與地球的相掩，及七曜與地球的比例。並著有「經天該」(約一六○一)，將其時西方已測知諸恒星，造為歌訣，以便觀象者的記誦。又曾製渾天儀、天球儀、地球儀等。當時學者如徐光啟、李之藻、周子愚輩都與利氏交往，跟他學習。後李之藻得利氏口授，編「渾蓋通憲圖說」，這是國人介紹西洋天文學的第一部書。


萬曆三十八年(一六一○)十一月朔日蝕，欽天監預推不驗，於是五官正周子愚上疏言：「大西洋歸化遠臣龐廸我、熊三拔等携有彼國歷書，多中國典籍所未備者。乞視洪武中譯西域曆法例，取知曆儒臣率同監官將諸書盡譯，以補典籍之缺。」(梁家勉編著徐光啟年譜九五頁)但臺官墨守舊聞，奏入留中不報。萬曆四十一年，李之藻上疏言：「大西洋國陪臣龐廸我、熊三拔、龍華民、陽瑪諾等，……洞知曆算之學，携有彼國書籍極多……其言天文曆數，有我中國先賢所未及道者。廸我等不徒論其度數而已，又能明其所以然之理，所製窺天窺日之器，種種精絕。伏乞勅下禮部，亟開館局，首將陪臣廸我等所有曆法，照依原文譯出成書，……觀文成化，不無補益也。」然朝廷以庶務因循，無暇開局。


但那時傳教士仍繼續輸入西方天文曆法之學。熊三拔於萬曆三十九年著「簡平儀說」，四十二年(一六一四)又著「表度說」，說明立表取日影，以知時刻節氣之書。陽瑪諾於四十三年著「天問略」，對於「諸天重數，七政部位，太陽節氣，畫夜永短，交食本原，地形粗細，蒙氣映差，蒙映留光」，都設為問答，反覆說明其義。


崇禎二年(一六二九年)五月初一，日食，大統回回推測都誤，徐光啟依西洋預推而驗，帝切責欽天監官。監官戈豐年等言：欲循舊法，不能無差，乞開局修改。禮部並於七月十一日再上疏，開列修改曆法事宜四款。十四日奉旨：「這修改曆法四款，俱依議。徐光啟見在本部，著一切督領，李之藻速與起補，早來供事。該部知道。」(王重民輯徐光啟集卷七治曆疏稿一，三二九頁)徐光啟於七月二十六日上疏陳修曆大綱十事，用人三事，請造急用儀器十種，度數旁通十事，共三十三條。用人三事之二即推擧西士龍華民、鄧玉函二人，並採用西法，與大統舊法會通。


八月初一日奉旨：「這條議曆法，立論簡確，列款明備。修正歲差等事，測驗推步，參考諸家，西法自宜兼收，用人精擇毋濫。李之藻著速催前來。儀象急用，工部委官督造；度數旁通有關庶績，一併分曹料理。該衙門知道。」(徐光啟集卷七治曆疏稿一，三三二——三三九頁)。


九月十五日，光啟領到開設曆局勅書，並鑄給關防，遂於二十二日正式開局(徐光啟集三三九頁)。


崇禎三年四月初二日，鄧玉函病故，徐光啟於五月十六日又上疏推擧西士湯若望及羅雅各二人。十九日奉聖旨：「曆法方在修改，湯若望等既可訪用，著地方官資給前來，該衙門知道」(徐光啟集三四五頁)。


崇禎四年(一六三一)正月二十八日，禮部尚書徐光啟進呈曆書二十三卷及總目一卷，共二十四卷，計開：


 曆書一套六卷內：



曆書總目一卷
日躔曆指一卷
測天約說二卷
大測二卷

 曆表一套一十八卷內：



日躔表二卷
割圓八線表六卷
黃道升度表七卷
黃赤道距度表一卷
通率表二卷


(徐光啟集卷八、治曆疏稿二，三七一頁)

崇禎四年八月初一日，禮部尚書徐光啟續進曆書二十卷，計開：



測量全義十卷
恒星曆指三卷
恒星曆表四卷
恒星總圖一摺
恒星圖像一卷


揆日解訂訛一卷
比例規解一卷

  (徐光啟集卷八、治曆疏稿二，三八六頁)

次年四月初四日，禮部尚書徐光啟第三次進呈曆書三十卷，計開：



月離曆指四卷
月離曆表六卷
以上係遠臣羅雅各譯譔



交食曆指四卷
交食曆表二卷
以上係遠臣湯若望譯譔



南北高弧表一十二卷
諸方半畫分表一卷
諸方晨昏分表一卷




以上係二臣指授監局官生推算


(徐光啟集卷八，四○四頁)

五月四日，特旨簡用，徐光啟以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徐光啟年譜一九三頁)

崇禎六年七月二十五日、光啟奉旨：「加太子太保，文淵閣大學士。」(徐光啟年譜二○○頁)

崇禎六年九月二十九日，光啟「曆法修正告成，書器繕治有待，請以李天經任曆局疏」中稱：「犬馬之力已殫，痊可之期尚遙。新成諸書共六十卷，如黃平象限共七卷，……恒星總圖八幅，以上三十卷，略皆經臣目手，業已謄繕。如火土木經度三卷，三星緯度一卷，三星表用法一卷，三星緯表一卷，日躔考二卷，交食蒙求一卷，夜中測時一卷，古今交食考一卷，日月永表二卷，金水二星曆指二卷，日月五星會望弦等表一卷，火星加減表一卷，金水二星表四卷，高弧表五卷，甲戌乙亥二年日躔細行二卷，恒星出沒二卷，以上三十卷，尚屬草稿，內經臣目者十之三四，經臣手者十之一二，亦可續寫進呈」(徐光啟集四二五頁)。


是年十月七日，光啟病逝。「內閣以訃聞，特賜祭，贈少保，諡文定，遣專使護喪回鄉。」(徐光啟年譜二○三頁)

崇禎七年(一六三四)，李天經繼任督修曆法。七月十九日進呈曆書二十九卷，計開：



五緯總論一卷

日躔增一卷

五星圖一卷

日躔表一卷



火木土二百年恒表並歲周時刻表共三卷



交食諸表用法二卷




交食表四卷

黃平象限表七卷     



木土加減表二卷

交食簡法表二卷
方根表二卷

另恒星屏障一具


(徐光啟年譜，二○九頁)

崇禎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李天經再進呈曆書三十二卷，計開：



「五緯曆指八卷
五緯用法一卷
日躔考二卷
夜中測時一卷
交食蒙求一卷



古今交食一卷
恒星出沒表二卷
高弧表五卷
五緯諸表九卷


甲戌乙亥日躔絀行二卷


以上所列五次進呈之曆書，共計一百三十七卷，是所謂「崇禎曆書」(徐宗澤著「明清間耶穌會士譯著提要」二四四頁，據治曆疏稿抄本百五五頁)。


上列五次所進，合計為一百三十五卷，加上一摺一屏，正好「一百三十七」之數。


梁家勉著徐光啟年譜中，第五次進呈曆書，係根據光啟崇禎六年九月二十九日疏中所列三十卷。數目與上開只差兩卷，而內容與徐宗澤所列大有出入。但據現在尚保存的部分書的書目看來，似乎徐說比較更合事實。


上述的這部「崇禎曆書」非常重要，把當時西洋的天文曆法的學說大多已介紹了過來，奠定了我國此後數百年的曆政。


崇禎曆書入清以後稱為「西洋新法曆書」或「新法算書」，四庫全書提要稱：「新法算書一百卷。明大學士徐光啟，太僕寺少卿李之藻，光祿寺卿李天經，及西洋人龍華民、鄧玉函、羅雅各、湯若望等所修西曆也。」


故此書在崇禎年間似為一百卷，後順治二年有補刊本，一百三卷；北平故宮圖書館書目有西洋新法曆書一百三卷，諒即順治補刊本，此外尚有康熙十七年補刊本，中有康熙永年表，卷首有康熙十七年南懷仁序。


西士不特譯著了許多天文曆法書，同時也製造了不少儀器。崇禎七年，日晷、星晷、望遠鏡等儀器告成，李天經奏聞。上命太監至局驗試。旋又令若望將儀器親賷進呈，督工建臺，上亦親臨觀看，分秒不錯，頗為嘉獎。原先湯若望、羅雅各在曆局造成儀器多種，除徐光啟所謂造之外，又有象限懸儀、象限立運儀、象限座正儀、三直遊儀、渾蓋簡平儀等等，不下數十種。(中國近代史論叢五頁)

崇禎八年(一六三五)，新法書器既成，屢測交食凌犯俱密合，方欲頒行，又因舊派阻撓，未即實施，不久明亡。


一六四四年五月，清兵入京，城中空房不足安插，命城內居民限三日內，儘行遷居外城。湯若望以曆書鐫版堆積纍纍，並測量天象各種儀器，件數甚多，不但三日內不能悉數搬盡，且必難免損壞，特奏懇仍居原寓。翌日即付上諭一道，准西士湯若望等安居天主堂，各旗兵弁等人，毋許闌入滋擾等語(正教奉褒二十一頁)。


順治元年八月朔，日食，上遣大學士馮銓，督率湯若望暨欽天監監正戈承科等，各帶自推的日食圖表，登臺憑驗。驗得西洋新法密合天行，而舊法大統歷差兩刻，回回歷差四刻。具題。奉旨行用新法(正教奉褒二十三頁)。


同年十一月，奉上諭，「欽天監印信，著湯若望掌管。所屬官員，嗣後一切占候事宜，悉聽擧行。欽此。」若望具疏辭。未荷上允(正教奉褒二十四頁)。


順治十七年(一六六○)，南懷仁奉召來京，纂修曆法。


那時西教士因精於曆法，益得政府之信任，但也愈引起舊派曆官的妬忌。順治駕崩不久，就有排教復曆的風波。康熙三年，徽州人楊光先，世習疇人之學，上書禮部，攻擊新法，著「闢邪論」，摘湯若望新法十謬，又誣若望陽假修曆之名，陰行邪教。帝下議政王等推議。光先闢邪論所摘雖妄，而王等不通曆法，無從分辨。但謂：「若望進二百年曆，夫天祐皇上，歷祚無疆，而若望止進二百年，為大不合。」四年，議決若望及監官等八人凌遲處死。帝命若望免死。但新法被廢止，復用大統曆，舊派既勝，楊光先遂為欽天監監正，吳明烜為副(中國近代史論叢八頁)。


康熙五年七月十五日，湯若望病故。


康熙七年，上察得欽天監監正楊光先、監副吳明烜等，自驗舊法疏差，迭行竄改，乃歷年推測，仍屢與天行不合。康熙八年正月二十四日，欽命吳明烜、南懷仁等同赴觀象臺測驗。南懷仁測驗，逐款皆符，吳明烜測驗，逐款皆錯。於是將吳明烜交吏部議處，命南懷仁為監副。懷仁懇辭官銜，只願供職。蒙允。楊光先原應處斬，上念其年老，免死遣回。於回家途中，病發而死。從此新舊之爭乃告結束(正教奉褒四八頁)。


康熙十三年(一六七四)，南懷仁奉命製造的儀器業已告成，安列於觀象臺上，又將各種儀器的製法、用法、繪圖造說，並用儀器測驗所得列為表冊，共一十六卷，名為靈臺儀象志。懷仁又繼湯若望之業，於康熙十七年，完成預測七政交食三十二卷，預測至二千年，名康熙永年曆。這書與前述的皇輿全覽圖，號稱為康熙時代文化雙璧。旋奉旨，南懷仁著加通政使司通政使職銜。懷仁上疏辭。未允。


康熙二十四年(一六八五)，帝召安多入京，襄理曆法。


康熙二十六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南懷仁卒。帝諭：「今遽爾溘逝，用軫朕懷，特賜銀二百兩，大緞十端，以示優卹遠臣之意」。又遣官致祭，並諡「勤敏」。傳教士中死後獲諡的，只有南懷仁一人而已。


康熙二十七年，上以閔明我諳練曆法，著頂補南懷仁治理曆法。


康熙三十三年(一六九四)，上召紀理安佐理曆政。


康熙三十七年，上召巴多明佐理曆政。


康熙五十二年(一七一三)，帝命諸臣編纂「律曆淵源」，此書直至雍正元年始成，共分三大部：


一為曆象考成，共五十二卷，計上編十六卷，下編十卷，表十六卷，又後編十卷。據費賴之(六四七頁)稱，此後編十卷為西士戴進賢與徐懋德於一七三八年(即乾隆三年)所續成。


二為律呂正義五卷，前四卷論中國音樂，為國人所著，第五卷為西洋音樂，為徐日昇、德理格兩西士所著 (見後音樂條)。


三為數理精蘊五十三卷，為代數、幾何、三角等學(見後數學條)。


康熙五十五年，戴進賢奉召佐理曆法。


雍正二年(一七二四)，徐懋德任欽天監監副。


雍正三年，戴進賢任欽天監監正。


雍正六年八月，巴多明卒。


乾隆八年(一七四三)，劉松齡任欽天監監副。


同年十月十七日，徐懋德卒。


乾隆九年，戴進賢成儀象考成三十二卷。黃伯祿及徐宗澤均謂是書成於乾隆十七年，似誤。因戴氏已卒於乾隆十一年。此據費賴之(頁六四八) 說。又徐宗澤(頁四一一)謂此書收入律曆淵源第四部，誤。似與曆象考成後編混為一談。


乾隆十一年(一七四六)三月初九日，戴進賢卒。


同年，劉松齡奉旨補授欽天監監正。


同年，鮑友管奉旨補欽天監監副。


乾隆三十六年(一七七一)九月初五日，鮑友管卒。


同年，高慎思奉旨補授欽天監監副。


乾隆三十九年，劉松齡卒。


乾隆四十年(一七七五)，安國寧奉旨授欽天監監副，旋授監正。


乾隆四十五年(一七八○)，高慎思奉旨補欽天監監正。


乾隆四十六年，索德超奉旨補欽天監監副。


乾隆五十年(一七八五)，湯士選奉旨任欽天監監副，旋升監正，兼管國子監算學館。


乾隆五十三年六月初六日，高慎思卒。


乾隆五十八年，索德超奉旨晉欽天監監正


嘉慶元年(一七九六)十一月初四日，安國寧卒。


嘉慶六年(一八○一)十一月，福文高奉旨授欽天監監副。


嘉慶十年，索德超卒。


同年十二月，李拱辰奉旨補授欽天監監副。


嘉慶十三年(一八○八)閏五月十三日，湯士選卒。


同年六月，福文高奉旨補授欽天監監正，兼理算學館事務。


道光二年(一八二二)，畢學源奉旨授欽天監監副。


道光三年，李拱辰奉旨補授欽天監監正，兼管算學館。


道光四年正初二日，福文高卒。


道光六年九月十四日，李拱辰卒。


同年，高守謙奉旨授天監監正。


道光十七年(一八三七)，高守謙因病告假回西。此後欽天監內再無任職的西士了。

(以上西教士在欽天監任職各條均見黃伯祿著正教奉褒)

計自明崇禎二年(一六二九)徐光啟設曆局之初，即推薦西洋傳教士龍華民、登玉函入局修曆以來，至清道光十七年(一八三七)，二百餘年間，西洋教士在欽天監常任修曆製器著譯等重要工作，甚至自清朝伊始，監正監副等職，幾乎常由教士擔任，也可見西士對我國天文曆法方面貢獻的重大及影嚮的深遠了。

三、數 學


利瑪竇等西教士於傳入西洋天文地理曆法之外，同時介紹到我國而與天文曆法相關的便是數學。因為西洋科學的根本總離不開數學。最先介紹西洋數學到中國來的也是利瑪竇。


利氏到中國以後就著有「乾坤體義」(一六○五)，此書的下卷專門言數。這是西方數學輸入中國之始。利氏到北京之後，徐光啟、李之藻、楊廷筠等學者同他往來，跟他學習，並開始譯介西書。最先着手的為數學書，因數學是各種科學的根本。而數學書中最先完成的是利瑪竇徐光啟合譯的「幾何原本」六卷。幾何原本原為希臘哲人歐幾里得所作。但利徐所譯的是利氏的老師丁氏所編。徐光啟譯此書很是審慎：「反覆展轉，求合本書之意，以中夏之文，重復訂正，凡三易稿。」(利瑪竇序)清代學者非常重視此書，四庫全書提要謂：「光啟反復推闡，文句明顯，以是弁冕西術，不為過矣。」

幾何原本之外，利瑪竇同李之藻譯有「圜容較義」(一六一四)，專論圓的內接外接等，又同徐光啟譯「測量法義」(一六一七)，是一部應用幾何學。又有羅雅各從希臘亞奇默德的圜書中摘譯圓周率的計算，及圓球圓柱等的各要題，名為測量全義，出版年不詳。後戴震因之於一七四四年作策算。(費賴之一九○頁)

西洋算術方面，有李之藻從利瑪竇演譯的「同文指算」(一六一四)，書凡十卷，所述比例、級數，都是以前中國所未曾聽到過的。


到了崇禎曆書告成，連西洋的平面三角，弧面三角也傳入了中國。崇禎四年徐光啟進呈「割圓八線表」及「大測」二書。前者言平面三角，後者言弧三角，都出自曆局西士之手。

順治時，薛鳳祚從穆尼各譯「天步真源」，以加減代乘除，折半開方，是對數術傳入中國的開始。


康熙末年，西士進講內廷，才輸入代數之學，當時以譯音稱為「阿爾熱巴拉」或借根方程。不過那時西洋的代數已經發明四次方程式的解法，而康熙五十二年(一七一三)命諸臣編纂的律曆淵源中的數理精蘊，雖是集當時所輸入西方數學之大成，但其中所述僅及二次方程式的算法和應用。


數理精蘊，書凡五十三卷，上編五卷：數理本源、河圖、洛書、周髀經解、幾何原本；下編四十卷：首部、線部、面部、體部、末部；又表八卷：八線表、對數闡微表、對數表、八線對數表。「是書貫通中西異同，辨古今長短，為清代習算學者之圭臬。」(辭海)由上開目錄看來，此書除首數卷外，都是傳教士所引進的西洋數學。


此外為數理精蘊所未及的，則有杜德美的周徑密率及求正弦正矢捷法各一卷(費賴之引阮元疇人傳)。明安圖(滿人，康熙五十五年任欽天監監正)於乾隆三十九年(一七七四)刊行的割圜密率捷法，又名求周徑密率捷法，也是杜德美所授。割圓術中的杜術，即出於杜德美(方豪引梅穀成「赤水遣珠」)。

四、物 理 學


曆數輿地之學而外，同數學有密切關係的就是物理學。天啟六年(一六二六)，湯若望撰「遠鏡說」，這是西洋光學傳入中國的第一部書。遠鏡說首言遠鏡的用法，末言其製法，中則言其原理，光在水中的屈折，光經過望遠鏡的屈折，凹鏡散光，凸鏡聚光。以及凹凸鏡相合以放大物像各現象，及其解釋，敍述得極其詳細。


最先輸入中國的力學是熊三拔所著的「泰西水去」。利瑪竇到中國之時，正逢明末，對於當時中國的水旱饑饉，很是痛心。研究原因，知是由於水利不修所致，於是打算將泰西的水法傳入中國，興水利來振興農業。不幸利氏於一六一○年逝世。於是熊三拔繼利氏之志作泰西水法一書，由徐光啟筆錄問世(一六一二)，以供當時的採用。後來徐光啟著農政全書，水法一卷即採用熊書。至於徐氏著全書受西士的影響自不待言。但熊氏這書偏於應用，原理不夠詳盡。


稍後，天啟七年出版的奇器圖說就要詳細得多了。奇器圖說由鄧玉函口述，王徵筆受。張蔭麟誤稱艾儒略著，向達謂：「王徵從金尼閣遊，摘譯西書，成奇器圖說」，也易令人誤會。今據費賴之及徐宗澤「譯著提要」改正。書的第一卷言重心、比重等原理凡六十一條；第二卷述槓桿、滑車等原理凡九十二條，每條都有例證；第三卷言應用上述各原理，以起重、引重、轉重、取水及用水力代人力諸器，各器及其用法都有詳細的圖說。四庫提要謂「其製器之巧實為甲於古今，書中所載，皆裨益民生之具，其法至便，而其用至溥」。


方豪在「中國天主教史人物傳」第二冊一七九頁稱，康熙十七年或十八年南懷仁曾發明利用蒸氣力推動的自行車模型和一艘小汽船。


此外，向達與張蔭麟都提及奇器圖說序中嘗稱有「自鳴鐘說」一書，大約也是述說力學上的原理的，但不知何人所作，成於何年。


按利瑪竇貢物中有「自鳴鐘」一項。羅總主教利瑪竇傳中，在利氏進貢後有這樣一段載：「兩架自鳴鐘最使皇上愜意，喜為天下奇物。八天後，鐘忽停止，皇上立刻命太監田爾耕向西洋人追問究竟。利神父向田爾耕解釋鐘錶的用度，計時計刻，週轉不息。但為使鐘錶準確計，又使鐘錶不停，須一個人專門管理。因是皇上應指派太監一人管理鐘錶，並稱在三天以內授予太監管理之術。田爾耕將利瑪竇的話一一奏禀。神宗皇帝派四個欽天監太監向利瑪竇學習管理自鳴鐘。於是利龐兩位神父遷居欽天監內，三日三夜，教導四人自鳴鐘的一切秘密。四太監把利瑪竇所說的話筆之於書。」(利瑪竇傳一一九頁)

而且方豪在「中國天主教史人物傳」第一冊利瑪竇傳中說：「馬相伯年幼時，上海鐘錶業者都奉利瑪竇為祖師，有利公塑像，每月朔望都受鐘錶業者的膜拜。」因此自鳴鐘說一書，很可能是由利氏口述，聽講者所筆記的。


後來我國學者方以智著有「物理小識」一書，戴震因西人龍尾車法，作嬴旋車記，因西人引重法，作自轉車記。

五、礮   術

明朝末年，一面倭寇特盛，一面滿清崛起，外患日急。那時士兵的素質既差，器械又不精，無法對付。徐光啟「從西洋利瑪竇學天文歷算火器，盡其術」(明史徐光啟傳)，曾力請多鑄大礮，以資城守。天啟元年(一六二一)，兵部議招寓居澳門精明火礮之西洋人，來內地協助攻禦。天啟三年，艾儒略、畢方濟奉旨前往(澳門)，招勸殷商等，集資捐助火礮。教士陸若漢、西紳公沙的西勞，率領本國人多名，携帶銃礮，前來效力。寧遠、涿州等處，屢次退敵。後登萊之役，公沙的西勞及同伴多人陣亡，陸若漢亦受傷。(正教奉褒一四、一五頁)

崇禎九年，兵部疏稱「羅雅各等，指授開放銃礮諸法，頗為得力」。(正教奉褒一六頁)

崇禎十二年十二月初六日，畢方濟上疏，獻富國强兵四大政策：「一曰明曆法以昭大統，二曰辨礦脈以裕軍需，三曰通西商以官海利，四曰購西銃以資戰守、……更乞勅部由澳聘取熟諳製銃西士數人，以授製藥點放之術，摧鋒破敵之奇。」(正教奉褒十七、十八頁)

崇禎十三年，兵部傳旨，著湯若望指樣監造戰砲。若望先鑄銅砲二十位。帝派大臣驗收。驗得精堅利用。奏聞。詔再造五百位。(正教奉褒十八頁)

上又命若望教放銃法，條纂火藥城守等書進呈。明年正月，命若望與吳惟英講究火器於都城，以資演練。四月周延儒出督師，請諸火器，命若望隨征。若望為空心礮臺式。懷宗覽大悅，褒嘉之。旋上命若望赴薊督師前傳習火器等項。若望嘗授焦勗譯火攻挈要一書，成於崇禎十六年(一六四三)，於諸式火器之鑄法、運用法、以及子彈火藥火箭地雷之製造，莫不詳述。(張蔭麟文一七頁)

入清以後，吳三桂反，康熙十三年八月十四日，上遣內臣至懷仁館舍，傳旨着南懷仁盡心竭力，繹思製礮妙法。懷仁回奏：製砲之說，臣固略知。然其製法究未精習，既承諭旨，勉造砲式一位，先行進呈，聽候飭驗。十四年三月，砲式告成。十四日奉旨着內大臣同南懷仁往蘆溝橋試放一百彈。內大臣回奏：驗得砲式堅固，鉛彈中鵠。四月十九日奉旨依式製造。自十三年迄十五年，共製大小砲一百二十位。上親臨觀驗試放。十九年十一月初四日，南懷仁奉旨鑄造戰砲三百二十位。二十年八月十一日，砲位告成，奉旨著工部侍郎黨古里同南懷仁往蘆溝橋試放，着八旗砲手隨去，學習正對星斗之法，隨去砲手約有二百四十名。十月十九日，上率領王公及內大臣等，幸臨試放砲場，諭八旗官員，各領砲手放驗，俱適中本鵠。天顏喜悅。獎慰曰：爾向年製造各砲，陝西、湖廣、江西等省，已有功效。今之新砲較為更好(正教奉褒八十頁)。二十一年正月二十七日，南懷仁著成「神威圖說」一冊，中分理論二十六，圖解四十四，於銃砲之術說明甚詳，進呈御覽。

此後，國家承平，火器無所用，再不聞有令教士製砲的事。

六、採 礦


崇禎十二年(一六三九)，畢方濟上疏，獻富國强兵策中有「辨鑛脈以裕軍需，……蓋造化之利，發現於礦，第不知脈絡所在，則妄鑿一日，即虛一日之費。西國……論五金礦脈，徵兆多端，似宜往澳取精識礦路之儒，……循脈細察，庶能左右逢源。」


崇禎十六年，湯若望奉命赴薊督軍前，除教授火器水利外，並及採礦之法。翌年晉王審炷也疏請若望往營開採事。(張蔭麟文一八頁)

可惜不久明亡，未能實行。但西洋的採礦術在宋應星的「天工開物」及方以智的「通雅」中已有痕跡可尋。他們都提到鑑別礦物等，似乎都受有西士的影嚮。


以上都是所謂科學。而當時西士傳入中國的，科學而外，藝術、哲學、語言學等也有相當的傳入，現在再分別略敍於下：

七、藝 術  

1. 西 畫 

利瑪竇居肇慶時，小教堂中供有有聖母像(利瑪竇傳四五頁)。到北京進貢時，貢物中更有「天帝圖像一幅，天帝母圖像二幅」。後來又送過四幅西畫給程大約，程氏視為至寶，刻入他的「程氏墨苑」中。崇禎十三年(一六四○)，湯若望代巴伐利亞國王進呈天主降生事蹟圖像(耶穌行跡圖)一冊，及蠟製三王來朝耶穌聖嬰像一座。明清之際傳入中國的西洋畫既多屬人物，於是中國畫風上最先受到影響的便是寫真。明末受西洋畫影響的畫家中最有名的為曾波臣(鯨)。到了清朝康乾年間，並有西洋教士如郎世寧、王致誠、潘廷璋、艾啟蒙，安德義等畫家供職畫院。郎世寧能融會中西畫法，善繪人物、花鳥，尤工繪馬，畫有乾隆帝南巡圖、百駿圖、十駿犬等。民國五十九年六月及稍後，郵政總局曾就他的百駿圖，發行過兩套郵票，各七枚，並就他的十駿犬也發行過兩套，各五枚；六十六年末，又就他的駿馬發行下年度的馬年郵票兩枚，均非常精緻，極受歡迎。


乾隆帝於平定新疆準噶爾及回部之後，為給他的輝煌戰果留一紀念，乃於乾隆三十年(一七六五)特命郎世寧與王致誠、艾啟蒙、安德義四宮廷畫家繪製「得勝圖」。圖共十六幅，其中由郎世寧署名的有兩幅，由王致誠署名的有三幅，由艾啟蒙署名的有一幅，由安德義署名的最多，共有七幅，其他三幅則未署作者的名字。


同年七月，帝下令將這些得勝圖寄往歐洲，選歐洲第一流的銅版雕刻家雕版印製。先送出四幅，令製版後各印百張(繼又加印一百張)後，再將原圖、銅版、銅版畫，一併交還。當即由郎世寧把上諭譯成法文，並寫了一封委託書給法國皇家美術院院長，一併寄往法國。這工作由法王路易十四的御用雕刻家郭新(Cochin)承辦。直到一七七二年，法國政府方把這四幅畫的銅版及所印的二百套畫一起送到了北京。乾隆帝看了，大為讚賞。


清代中國名畫家中，如焦秉貞、冷枚、唐岱、陳枚等，皆用西洋畫法作畫，而焦秉貞的耕織圖，參用西洋透視法作成，尤為有名。據向達稱，乾隆時蘇州桃花塢有西洋風的雕版年畫甚多。這是西洋美術影響到民間的一斑。而清初六大畫家之一的吳漁山(歷)的畫很少西洋畫風，但以名畫家而篤信天主教，後來更晉升為司鐸的，不得不推他為第一人。


繪畫而外，明清之際的中國瓷器，也時時可以看出西洋的影響，磁器上採用西洋圖案，或仿西洋式製作的不少。北平故宮博物院有一室，專門收藏乾隆時代所造的琺瑯器具，內中圖案竟十之七八是西洋風格的。不過其時醉心於西洋事務的大都是皇帝貴冑，而未普及於民間。

2.音樂


在利瑪竇的貢物中有西琴一張。這張西琴當為西洋樂器傳入我國之始。艾儒略在泰西利先生行跡中稱這琴為「鐵弦琴」，而我國人又稱他為「七十二弦琴」。續文獻通考卷一百十樂器條，述此琴的形狀：「七十二弦琴，明萬曆二十八年西洋人利瑪竇來獻其音樂，其琴縱三尺，橫五尺，藏櫝中弦七十二，以金銀鍊鐵為之。弦各有柱端通於外，鼓其端而自應。」


萬曆帝見西洋獻的西琴，願聽西樂，便派四名宮廷樂技來向利瑪竇請教。利氏自己不習彈琴，便派龐廸我教他們。年輕的兩人學了十天，學會了西琴樂曲；年老的樂技，其中一人已七十歲，費了一個月，仍不能記住樂調。樂技們於是請求將樂調譜成中國歌詞，以便記憶，也便於和唱。利氏乃作「西琴曲意」八章(利瑪竇傳一二○頁)。曲意八章利氏附刊在「畸人十篇」末。吳相湘先生近代史事論叢第二冊三八二—三八五頁曾特別錄出。


利瑪竇之後，來華的其他西洋教士也有進貢過西琴的，如崇禎十二年，畢方濟在貢物中有「西琴一張，風簧(風琴)一座」(正教奉褒畢方濟疏)。後康熙年間，徐日昇以精通音樂奉召入京，也進呈過豎琴一張，風簧一張。康熙十八年，帝命樂工奏國樂，當時徐日昇就將樂工所奏曲調用音符記下，等樂工奏完，他照樣重奏一過，好像練習有素似的，連一個音符都不錯。使帝大為驚奇。從此帝也潛心學習西洋音樂，經過多次的練習，後來帝也能唱幾支西洋樂曲，跟著耶穌會士合唱而極合乎節拍。帝嘗說：「西洋音樂的優雅是擧世無比的，徐日昇的技術是中國無匹的。」(近代史事論叢三八七頁引民國二十六年二月十九日天津上海大公報史地週刊文)

康熙五十二年，御纂「律呂正義」，前四卷為我國音樂家所作，第五卷續編，即為徐日昇與德里格所作。律呂正義續編總說中說：「有西洋波爾都哈兒國人徐日昇者，精於音樂，其法專以弦音清濁二均遞轉和聲為本。……又有壹大里呀國人德里格者，亦精律學，與徐日昇所傳源流無二，以其所講聲律節奏，覈之經史所載律呂宮調實相表裏，故取其條例形號，分配於陰陽二均高低字譜，編集成圖，使談理者有實據，而入用者亦有所持循云。」(譯著提要三二五頁引)

又據康熙五十四年硃筆刪改德里格馬國賢上教王書稿，知帝曾命德里格教三皇子音樂：「至於律呂一學，大皇帝猶徹其根源，命臣德里格在皇三子、皇十二子、皇十六子殿下前，每日講究其精微，修造新書。……」(民國二十一年故宮博物院出版「康熙與羅馬使節關係文書影印本」第六通)

吳相湘先生曾於民國二十五年在國立北平圖書館發現一本德里格遺作「律呂纂要」草寫稿，書頁第一頁右上角鈐有「康熙皇三子誠親王殿下賜」十一字，及一精繕本。他認為此一草本即精繕本的母本。他更與四庫提要「律呂纂要」相比，內容相合；又與律呂正義續編比較，發現精繕本的內容詳於續編。結論是續編係根據纂要刪節而成(近代史事論叢三九三頁)。 

3.建 築


明朝末葉，西洋人初到中國，大都聚居於澳門一帶，澳門葡萄牙人的建築，高棟飛甍，櫛比相望。利瑪竇到肇慶後，建造的新居也是二層西式洋房。清代廣州的外國商館及十三洋行的房屋，也都是模仿西洋式的建築。至於教士傳教內地，建立教堂，如萬曆間北京的天主堂，也是西洋式的。民間採用西洋式的建築或西洋建築中的零件，想必也有，只是文獻不足。


可是明清之際，在建築方面，採用西洋方式最著的還要推官家。乾隆帝幾次南巡，每到一處都要點綴園林，那時揚州的澄碧堂即是仿十三洋行中的碧堂而作。而其時規模最偉大，建築最富麗的，自然要數乾隆所建的圓明園和長春園了。圓明園風景絕佳，清初在中國供職的西洋教士寫信回稱此為「萬園之園」，與法國的凡爾賽宮相提並論，其富麗可想而知。園中四十景最為著名，四十景中有水木明瑟一景，即是仿西洋的噴水池而做的。但西洋建築最多而又最偉大的，第一要推長春園。長春圓在圓明園東，由圓明園的福海繼續向東走，通過圓明園的明春門，就是長春園。據乾隆御製詩引「預修此園為他日優游之地」。即乾隆帝擬仿康熙歸政故典，以備乾隆六十年壽登八十五以後，游憩之地，所以修建得特別精緻。這個園苑是中西合璧的，其中專仿西洋式的建築有諧奇趣、蓄水樓、花園門、養雀籠、方外觀、竹林亭、海晏堂、遠瀛觀、大水法、觀水法、線法山、湖東線法畫，共計十二處，總稱為西洋樓。這園秀麗的風景，雄偉的建築，和華麗的裝飾，原是世所罕見的。


在偉大的圓明園與長春園的建築過程中，有兩位西洋教士是必須提出的，那就是郎世寧與蔣友仁。


郎世寧，義大利人，康熙五十四年(一七一五)到中國，是一位傑出的畫家。據法韋爾在「北京誌」所載：「乾隆二年(一七三七)，帝命郎世寧與畫院名家沈源、孫祜起草圓明園圖樣。」乾隆十二年，帝又命世寧在西洋人中尋找能作西洋水法(噴水池)的人。關於此事，郎世寧傳考略(石田幹之助著，賀昌羣譯，國立北平圖書館館刊第七卷第三四號一—二八頁)引「教士書札」(第二十一冊四二○—四二一頁)說：


「一七四七年，某月某日，帝於殿上閱西洋圖畫，適見繪水法圖樣，帝顧郎世寧命說明之，復問在京西洋人中，有能善此者否？世寧固答有其人。乃退而謀諸教士，遂上言蔣友仁最適於此。帝即召之，命其造於圓明園洋館之附近，並云費用勞力，皆不限制。友仁奉命，刻苦精勵，日夜弗措。是年秋，第一水法工程竣事，帝與諸臣行幸，見之大喜。復自行於園中相地，命世寧與友仁共作一洋館設計圖，於其近處更增設水法。」(劉鳳翰著圓明園興亡史三七頁)

蔣友仁，法國人，乾隆十年(一七四五)來中國。二年以後，參加長春園大水法工程。他當時寫信給法國朋友說：「一七四五年，余奉清帝命，以數學家名義，行抵北京。二年後，蒙清帝委派，指導水利工作。」(教士書札第四冊一二○頁)

洋館或西洋樓是一組西式宮殿建築，在長春園澤蘭堂的北邊，也就是長春園的最北部，俗名就統稱那一羣建築為「西洋樓」。大水法是西洋樓中諧奇趣前面的一個大噴水池。


西洋樓與大水法的建築構圖，內部設計，與工程監督，就是前面所提的郎世寧與蔣友仁，以及其他傳教士王致誠、馬國賢、艾啟蒙、潘廷璋等歐洲人的傑作。這些建築，在中國宮廷裏算是創擧，所以大家感到非常稀奇。尤其對大水法的成功，嘆為觀止。乾隆十二年秋，蔣友仁使第一大水法(諧奇趣前)開始噴水，造成宮廷裏空前的奇蹟。當時歐洲人敍述它說，「當清帝坐在寶座之上，望見左右」兩邊巨大的水塔及其附屬物，前面復有噴水環集。其分配之法，頗費匠心。池內、池邊、巖石上，製有「禽獸合戰」、「羣犬逐鹿」等噴水奇觀，其狀極富有大自然的情調，足以增加人的英豪氣概。其中第二座宮殿下所設的噴水池，曾耗費蔣友仁的莫大腦汁。因中國人以十二獸類代表一天的十二時辰，他就擬製一時計，連續噴射清泉，無時或斷，每兩小時的時間，有一獸湧射水泉，他獸繼之，依次輪流，周而復始。(清康乾兩帝與天主教傳教史一九六頁)

西洋樓都是白石砌成，並加以精細的雕刻，屋頂為中國所特有的琉璃瓦蓋的，建築風格為巴魯克式，比如諧奇趣，樓房石柱皆用漢白玉，柱頭柱身仿照羅馬式，花紋刻工活潑美麗，為中國宮殿所未有。正樓兩側有五色琉璃八角亭，樓前有噴水池。像這樣中西合璧，且調和的極為完整的建築，是以前所沒有的。這給我國建築藝術開闢了一個新的方向。

八、哲學


明天啟三年(一六二三)，艾儒略著四學凡，是歐西大學所授各科課程的綱要，分為文、理、醫、法、教、道六科。教為教會法的省稱，道為當時神學的譯名。而當時的理科，統統包括在斐祿所費亞之內，斐祿所費亞是拉丁Philosophia一字的音譯，今日稱之為哲學。哲學又分五門：論理學、形上學、倫理學，而當時的數學及物理學也統歸入哲學。


稍後，傅汎際與李之藻完成了中國第一部宇宙論及第一部論理學的譯本，即「寰有詮」六卷及「名理探」十卷。這兩本書，都是當時葡萄牙頗負盛名的高因勃拉大學亞理斯多德哲學的講義。寰有詮是一部宇宙論，出版於一六二八年，李之藻在序文中說：「乃先就諸有形之類，擷取形天、土、水、氣、火，所名五大有者而創譯焉。」名理探，今日稱為論理學或理則學。首五卷為五公稱，即宗、類、殊、獨、依；次五卷為十倫府。李之藻公子序中稱此書原為三十卷，傅李兩人已譯成十餘卷，崇禎四年(一六三一)，之藻奉召入京修曆，因而中輟。


此書出版年，徐宗澤「譯著提要」謂刻於崇禎四年(一六三一)，但李天經序於崇禎九年，之藻公子序於崇禎十二年，且序中稱：「丁丑(崇禎十年—一六三七)冬先生(傅汎際)入都，示余刻本五帙。」故到那年，刻本還只五帙，即五卷。故此書的十卷本最早不能早於崇禎十二年(一六三九)。


名理探，民國十五年，北平輔仁大學有首五卷的影印本，民國二十一年，上海光啟社重印十卷本，後商務印書館又編入萬有文庫第二集出版。


較先，畢方濟著有「靈言蠡勺」，是中文書中第一部論靈魂的書，初刻於天啟四年(一六二四)，民國八年有陳垣的重刊本。


高一志著「空際格致」上下二冊，無序，無目次，無刊刻年月。書中論宇宙間的火、氣、水、土四大原素。高一志原名王豐肅，沈教難後重回中國內地時(一六二四年)才改為是名，故徐宗澤推想此書係刊於一六二四年之後。


康熙二十七年，王宏翰成「醫學原始」四卷，第二卷全錄空際格致。近世上海聚珍仿宋印書局有羅氏排印本。


高一志另撰有修身西學，五卷，崇禎三年初刻，是一部根據亞理斯多德學說的西方倫理學。民國十二年，上海土山灣第四版印行。


斐錄彙答，二卷，高一志撰，崇禎九年刊。斐錄為斐祿所費亞(哲學)譯音的簡稱。巴黎國立圖書館及梵蒂岡圖書館都有藏本。

九、語言學


金尼閣在萬曆四十六年(一六一八)由歐洲回華時，帶來了教宗及歐洲各國所捐贈的圖書七千餘部。據方豪稱現在北平北堂圖書館中，可碓定為教宗保祿五世所贈者有二百五十七種，不能碓定者有一百五十六種，合共四百十三種(中國天主教史人物傳第一冊一八二頁)。七千餘部書中第一部譯成中文的是遠西奇器圖說，出版於天啟七年(一六二七)。但金尼閣對我國學術最大的貢獻是於一六二六年出版了一部西儒耳目資，共三卷。上海東方圖書館藏有天啟六年的原刻本，首卷為「譯引首譜」，一百十一頁，卷二為「列音韻譜」，一百五十五頁、卷三為「列邊正譜」，一百三十五頁。書前有張問達、王徵、韓雲、張纁芳、與金尼閣等序二十四頁，全書共四百二十五頁。首卷是音韻學的總論，次卷是用拉丁二十五字母的子音與母音拼成的字音，依次排列中國字，末卷是按字的邊旁排列中國字，而以西文拼其音，書名西儒耳目資者，意即用為來華的西教士學習中文的資助。是書以西洋字母配合洪武正韻編成，是部合中西方法，以研究中國文字的書。毋怪乎當時文人視為奇書。張纁芳序中曰：「未覩字之面貌，而先聆厥聲音者，一稽音韻譜，則形象立現，是為耳資。既睹字之面貌，而即辨其誰何者，一稽邊正譜，則名姓昭然，是為目資。」張問達序中曰：「僅僅二十五字母，衍而成叶韻，直截簡絕，無一毫勉强拘礙之弊，立總立全，分經分緯，才一縱橫交羅，而萬字萬韻無不悉備於其中也者。……且多發前人之所未發，補諸家之所未補。至於聞音察母，檢畫知音之法，開卷便得其韻其字，恐從來此奇捷。……其裨益我字韻之學，豈淺鮮哉﹗」


此書曾經我國語言學家羅常培在民國十九年出版的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一本第三分發表的「耶穌會士在音韻學上的貢獻」一文中加以介紹。文中稱「可以執簡馭繁，由渾而析，是明末耶穌會士在中國音韻學上的第一個貢獻」。


民國二十二年，北京大學與北平圖書館曾出影印本。


明末方以智的新字母參用的金尼閣譜就是這書。清初劉獻廷的新音，參以泰西蠟頂(即拉丁)話，諒也直接受了西儒耳目資裏拉丁字母的影響。


雍正七年(一七二九)，帝令巴多明在宮中設「譯學館」選滿漢子弟，入館習拉丁文，儲備外交人才，並派宋君榮襄理(中國天主教大事年表四五頁)。一七三二年，宋君榮寫信給Souciet神父說：「拉丁班進行得很好，有好幾名學生拉丁話說得相當流利。」後來錢德明說這個譯學館曾延續了十五年之久。這譯學館可能是我國的第一所正式的歐洲語言學校。


此外，西洋教士在我國醫學及生物學等近代科學上也有貢獻，不及一一敍述。

附記：為免排字上的因難，本文在西教士的姓名下未即附加西名，而在文末另列一中西姓名對照表，用作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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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洋教士中西姓名對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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湯若望 J. —AdamSchall

聖方濟沙忽略 St. Fr. Xavier 




范禮安 Al. Valignan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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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儒略 Jul. Alen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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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文思 Gab. de Magalhaens

南懷仁 Ferd. Verbiest 





蔣友仁 Mich. Benoist

費隱 Xav. Fridelli 






白晉 Joa. Bouv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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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德美 P. Jartou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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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國賢 M. Ripa

(唐維爾) B. d’Anville 





杜赫德 Du Halde

(雷謬沙) Abel Rémusat 





熊三拔 S. de Ursis

龍華民 N. Longobardi 





陽瑪諾 Em. Diaz

羅雅各 Jac. Rho 






安多Ant. Thomas

鄧玉函 J. Terrenz 






閔明我 Ph. Grimaldi

紀理安 Kilian Stumpf





巴多明Dom. Perrenin

戴進賢 Ign. Kögler 





徐懋德 And Pereyra

徐日昇 Th. Perei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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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主教的權利法案                                                   王敬弘  編譯

一九八三年一月廿五日，在梵蒂岡擧行了一項長約十分鐘簡單而隆重的儀式。在這項儀式中，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在七位教廷最高級的輔佐陪同下，簽署了三大厚本修訂完成的新教會法典；同時，教宗宣佈這個新的法典將於今年將臨期的首日，即十一月廿七日起生效，作為管理全球七億九千六百萬天主教友信仰生活各方面的規則。(註)教宗也很高興地宣稱這是「一項具有歷史意義的事件。」


先教宗若望廿三世，於一九五九年宣佈準備召開梵蒂岡二次大公會議的同時，也宣佈願意對一九一七年頒佈的教會法典于以修訂。一九六五年，梵二大公會議結束之後，在主教們的領導下，許多神學家及教會法律學家就積極展開修訂法典的工作。按照統計，有二百位主教，一千多位各方面專家參與這項艱巨而繁雜的過程。它共經歷了十六年時期，開了六三七五小時的各種會議。一九八一年，負責修訂法典的委員會，終於將新的法典草案送呈教宗作最後的審查。一九八二年夏，教宗在一連串的午餐中，約見了許多專家，對新法典加以檢閱。他對專家們說：「我不是一位教會法專家；但是，我是一位立法者。我願意了解我將要頒佈的法律究竟有何內容。」


新的法典共有一七五二條法律，取代並簡化了一九一七年舊法典的二四一四條法律。它願意把梵二大公會議文件的精神及所作的種種革新融入法律的條文中。它不再把教會只視為一個君主式統制管理的社會；而强調教會是信友所組成的團體，在教會的歷史中，新法典首次列出了一般信友所有的權利和義務，提高了他們的法律地位。美國教會法典學社的執行協調主任James Provost神父說：「新的法典（下轉P.42）是在妥協的情況下所寫出的文件；但是，當你看過了它的一七五二條法律之後，會發現它對教會有一種嶄新的看法，即把教會視為信友的結合團體，而不是一個精神化的民法政府。」


在法典中很清楚地列出，信友們有權利領受聖事，在信仰的境遇中接受教育，並能向教會官方要求作公平的申訴。教會機構所僱用的人員有權得到合乎正義的薪資和健康保險。他們有權利「集會結社」。有些教會法典學家把這一點解釋為也包含組織工會。新法典也大大地提高了女人在教會中的地位。梵蒂岡教會法典修訂委員會的主席Rosalio José Castillo Lara宣稱：「除了晉鐸一事以外，男人和女人在教會中完全平等。」這種說法可能有些過火，但是，在絕大部份的情況中，男女信友現在具有平等的地位。例如，女人可以在教會各種事業機構中擔任經理，以及在教會法庭中擔任法官，在此之前，這都是不可能的。


歐美教友所特別感到興趣的是：對一項婚姻宣佈無效的法律權力。一九七○年，教宗結于美國和澳大利亞的信友一項特別的豁免：他們本教區所設的教會法庭在審查之後，可以宣佈他們的婚姻無效。如果，教會法庭宣稱他們的婚約自開始就未有效地訂位，那麼男女雙方就可以自由地再次結婚。美國及澳大利亞的主教團也有權力擱置(免除)對婚姻有效性作第二次判決。在世界其他各地，對婚姻的有效或無效，必須經歷二次判決。此外羅馬不複審美國的婚姻案件，而卻可以複審世界其他地區的案件。修訂的新法典基本上肯定了美式制度，只對某些程序加以修改。新法典認可嚴重的心理不正常是使婚姻無效的理由之一。(其他的理由有：性無能，假結婚，或以前已有效地結婚等。)美國於一九六八年只宣佈三三八件婚姻無效，一九八一年，宣佈無效的婚姻約達三六○○○件。其理由之一就在於接受嚴重的心理不正常可使婚姻（下轉P.94）無效。不過，新法典仍然禁止教友在民法離婚後再婚。雖然，按照新法律，不再把離婚而再婚者稱為重婚者；但是，他們在法律上的地位仍然混淆不清。

一九一七年的法典列有三十七類行為會遭到自動絕罰(automatic excommunication)的處分。新的法典把這些行為減為六類。對一般信友來說，只有直接攻擊教宗的身體，褻瀆聖體，及直接參與墮胎會受絕罰。對神職人員來說，洩漏懺悔聖事的秘密，赦免與他們本人犯邪淫罪的同伴，以及沒有羅馬的許可，祝聖一位主教，也將受到絕罰。


更重要的改變是新法典預期着有一天因為缺乏本堂神父的緣故，將由信友擔任管理人—他也能由女人擔任—他們除了不能行使少數為神職保留的聖事職務外，可以處理一切其他事務。教友管理人可以給人付洗、宣講、在彌撒中宣讀聖經、分送聖體，以及領導除了彌撒以外的許多禮儀，並管理本堂的經濟。在歐洲和拉丁美洲許多缺乏神父的地區，修女和教友們實際上已經擔負了這些責任。除此以外，新法典宣稱，幫助人們準備結婚，不只是神職人員，而是整個本堂團體的責任。

另一方面，新的法典也對從梵蒂岡二次大公會議以來，出現的一些自由發展加以限制。例如，司鐸諮議會對教區事務，除了扮演給予忠告的角色外，新法典未能給司鐸諮議會更大的權力。它也禁止神職擔任政治職務。新法典也沒有訂出規則，對個別主教在花用教區的經費上，新法典沒有訂出它應如何負公開的責任。每個國家的主教團現在有了法律上的地位。但是，為了使教會的管理更加集體化而創立的世界主教會議。在新的法典中，並沒有被視為代表全世界主教的集會。


這些改變可能產生使教會的權威更集中於羅馬，不過，新法典的許多方面證實了梵蒂岡二次大公會議的改革，將繼續的存留下去。
註：新法典只為拉丁禮儀的教會，為東方禮儀教會將頒佈另一略為不同的法典。本文取材Time (Feb. 7, 1983) P. 46及Newsweek (Feb. 7, 1983) P. 24
本檔案未經整理
